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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调县域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议题。基

于中国 1835个县级行政单元（不含市辖区）2000年、2010年和 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乡村

相对非农化率指标（即县域人口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并采用二次多项式回归模

型，探讨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非线性影响机制，进而

测算县域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最优比值区间。研究发现：（1）县域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的

最优区间为 1.33~1.65，在这一范围内，适度的工业化领先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2）合理的乡村相对非农化水平能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而城镇化的过度超前或

严重滞后均不利于城乡融合。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会导致乡村企业过疏化，削弱企业间的

共享效应，不利于城乡经济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城镇边界的过度扩张会引发“伪镇化”现

象，加剧乡村资本消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抑制区域经济增长。（3）截至 2020 年，全国约三

分之一（567 个）县的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处于最优区间，46%（847 个）县低于该区间，近四分

之一（421个）县则超过该区间。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要充分考虑各地非农化进程实际，

保持县域非农化适度领先，以非农化带动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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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此前强调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此次会议将新型工业化纳入统筹范围，充分说明了

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

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1]。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

的关系，成为现阶段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城镇化中后期，人口流动新特征显现，就地城

镇化趋势增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愈发关键。至 2021年底，中国有 1866个县和县级市，占全国县级

区划 65%，县城和县级市城区居住着约 2.5亿人口，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近 30%。理解县域人口城镇

化与工业化关系，理顺其相互影响机制，对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虽然很多发展经济学文献将城镇化和工业化视为同义词，但是从发展实际来看，工业化与城镇

化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2]。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乡村地区就业非农化上，而这种区别正是驱动县域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互动的关键力量。工业化往往被定义为制造业（或第二产业）的收入和劳动人

口比例的不断上升[3]，但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率的上升与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更为紧密，而且

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起了关键性作用[4⁃5]。本文中工业化是广义的工业化，不仅包括劳动人口向制造业

的转移，也包括劳动人口向服务业的转移。工业化率为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县域就业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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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重，城镇化率为城镇常住人口占县域总人口的比重。

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备受学界关注，但是聚焦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如何协调发展的研究，却凤

毛麟角。已有研究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区域层面对人口城镇化和工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不同国家

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 7~37个百分点不等[5]。虽然，在中国不同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形成了多样化的

相互关系，但总体上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从统计上来看，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比值在 0.8~1.2
之间是相对协调区间[6]。但是，这一协调区间只是统计概率集中的结果，不一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优区间。所以，部分学者也尝试从经济发展目标出发，探索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最优关系。城镇

化与工业化协同不仅促进了本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还通过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创新水平[7]。

如果非农产业基础没有达到“设市”要求，“撤县设市”将导致城镇化快于工业化，无法实现非农经济发

展对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从而制约县域农业发展[8]。反过来，如果乡村工业化驱动非农人口和产业发

生了自发式集聚，但乡村依然保留农村管理体制，则这些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制约其进一步发展[9]。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有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大多数研究基于国家或省级数据，对县域城镇化和

工业化关系的研究不足。二是理论上分析了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关系对区域发展的作用，但并没有

提出县域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协调比例。为此，本文从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出发，归纳

总结我国县域人口城镇化和工业化互动的历史规律，提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的理论机制，对县域

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最优比值区间进行实证研究。

一、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协同推进的历史特征

地理区位因素不同导致市场经济推动的乡镇企业在区域之间不均衡发展，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

快于中西部地区。但是，政府以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为制度工具推动城镇化发展，政策目标的一致

性和统一性导致城镇化在区域间相较于工业化更为同步[10]。市场经济推动的区域间乡镇企业不均衡

发展，与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同步推进，造成了我国县域内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不协调。整体来

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城镇化和工业化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调整（图1）：

1.第一阶段（1978−2000年）：发达地区工业化“突围”

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逐渐放松，农业劳动力利用农村资源优势和经济社会条

件，大力发展市场化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异军突起”。1978−1982年，制度改革红利快速释

放，乡镇企业年均增长 15%，远超GDP年均增速 8%，迅速成为国民经济重要部分。1984年，乡镇企

     注：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来源于《2000、2010、202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县级层面的GDP数据最早可以找到的是 2003年《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所以经过外推插值法后获得了2000年人均GDP指标数据；该图通过 stata软件局部多项式回归方法获得。

图 1 2000、2010、2020 年不同人均 GDP 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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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达 1709亿元，占全国社会总产值 13%。在乡镇企业发达县，其贡献县财政收入 70%、农村

社会事业 80%，并解决 52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占当时农业人口 7%①。乡镇企业的崛起改变了

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打破农村单一经营格局，推动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1991年，农村非农产值占社会总产值 61%，乡镇企业安置 9613万剩余劳动力。但此阶段，乡村非农

经济发展区域不均衡，中西部人口占 2/3，乡镇企业总产值仅占 1/3。受乡镇企业发展不均衡和城镇

化同步推进影响，2000年东部地区县域工业化超城镇化，形成特定城乡融合格局：人均GDP低于 1万

元的县，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均低且相近；超1万元的县，工业化率显著高于城镇化率。

2.第二阶段（2000−2010年）：发达地区城镇化“追赶”

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遭遇了多重挑战，其发展受到限制。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资源依赖、粗放

管理和劳动密集型的，这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生产效率低下，产品种类单调，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都偏低，缺乏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离土不离乡”模式难以为继。1997-2010年，乡镇企业数量持

续稳步增长，从 2015 万家增至 2742 万家，然而，乡镇企业的产值在全国 GDP 中的占比仍然稳定在

26%~28%。同期，中国城镇化加速，珠三角、长三角经济集聚效应明显，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

路”的方针，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到 2011年底，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51.27%，相较

于 1995年，这一比率上升了 22.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 1.39个百分点。然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

弱化和城乡隔离政策松动加速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特别是人口向县城的集中以及撤乡建镇策

略带来的城镇空间的扩展。到 2010年，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县城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呈现出了基

本相等的格局。

3.第三阶段（2010−2020年）：工业化全面赶超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协调发展。2013年召开了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提

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和

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此阶段，户籍、土地等体制机制取得历史性

突破，城乡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县改区、撤县改市步伐加快，大城市发展更集中，人口向大城市集

聚[8]，2013年以前，县改区、撤县改市的调整数量不超过 10个（2001年除外），2013年以后，每年的调整

数量超过10个（2020年除外），2015年、2016年、2018年甚至超过了20个②。

可以看出，中国县域城乡工农关系为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双重作用下的“反馈互动”模式。在第

一阶段，市场机制推动了人口就地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但政府调控限制了城镇化发展，导致到 20世纪

末期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显著滞后。第二阶段，政府放松了对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管理的调控，农业人

口大规模向外迁移，沿海发达地区快速城镇化，使城镇化和工业化更加协调。到了第三阶段，主要是

靠政府推动，贫困地区的就地非农就业快速发展，同时也更加聚焦于大城市的集聚发展。城乡劳动

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流通障碍被消除，这使得市场机制推动下的乡村工业化进程加快，至 2020年，

不同人均收入水平的县工业化率均超过城镇化率。

二、县域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推进的理论机制

从中国县域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推进的历程来看，中国县域城乡工农关系是在市场经济和政府

调控的双重作用下推动的反馈互动。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与政策制度体系共同决定着城镇化模式与

水平[11]，农村劳动力的完全城镇化需要依次经历产业、空间和身份上的三重转变[12]。产业非农化是城

镇化的源头，是市场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经济自组织行为，而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行

为。工业化像是一种“突破”，有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而城镇化则是“响应突破”[13]，响应的节奏决定

①    参见《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78−1987）》第241页、258页的两项调查报告。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民政部，https：//www.mca.gov.cn/article/sj/xzqh/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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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镇化与工业化并不完全同步，而且往往是工业化快于城镇化，从而出现了乡村的工业化[13]。城

市与乡村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荣的生命共同体[14]，城镇化的推进以工业化为前提[8]，乡

村工业化也离不开建设用地和公共服务的保障[13]。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推进中，乡村工业化是一

个相对的概念。乡村工业化是城镇非农经济向外蔓延的结果，一个区域乡村工业化的程度是否合

理，取决于区域内城镇的规模，只有规模较大的县城和集镇才能带动更大规模的乡村工业化[15]。乡村

工业化地区在就业、住房和消费方面与城市地区功能密切相关[16]。乡村相对非农化可以产生兼业化、

过疏化、伪镇化等不同形态，这些形态通过学习共享效率、资源匹配效率和乡村资本内耗等途径影响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影响过程见图2。

第一，适度的乡村相对非农化促进了兼业化，提升了资源匹配效率，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从收

入差距来看，乡村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不仅提高了乡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也通过工业化的技术溢

出，促进经营性收入的提升，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从区域经济增长来看，兼业化通过收入、替

代、竞争、扩散效应，激活农村资源，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一是，兼业化通过收入效应直接提高了乡村

居民的收入。农户兼业是开发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资源的重要途径[17]，乡村工业的发展，使农民

可以在农闲时间就近参与非农经济活动，直接提高农户收入。二是，兼业化也可以通过替代效应，使

农户家庭农业劳动时间被非农劳动时间替代，减少农户的田间管理劳动时间，以机械替代劳动力，提

升农业收入[18]。三是，兼业化会在农村形成一种资源竞争机制，劳动力和土地要进入乡村非农活动，

需要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提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包括劳动积极性和职业技能，同时也对土地要

素整治合并等提出新的要求，提升乡村资源配置效率[13]。四是，兼业化推动了技术扩散，技术扩散对

农业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19]。

第二，过度的乡村相对非农化会导致乡村产业过疏化，降低企业共享公共设施、信息、知识和风

险的效率，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乡村人口流失导致的过疏化已引起了学界大量关注，但是学界对

乡村企业分散分布引起的乡村产业过疏化关注不足。如果工业化发展较快，但是城镇规划滞后，农

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往往会缺乏保障，使得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意愿降低。在乡村熟人社会，企业主

往往选择在自己村内设厂，这也就出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生产

场景。乡村产业过疏化增加了乡村企业在地理、社会、认知和制度上的距离[20]，增加了企业交流成本。

认知的邻近性意味着企业共享类似的分析和符号知识库，乡村企业间基于相互依赖、信任与互动开

展知识转移中的合作，由此形成非正式合作网络[21]。农村社会中，亲属关系和信任纽带具有重要作

用，企业合作往往是通过面对面互动而稳定建立的，乡村产业过疏化导致企业主之间的面对面交流

减少，降低了对风险分担和机会分享的共享效率，从而不利于乡村企业创业创新活动[22]。乡村产业过

疏化导致企业分布在不同的村庄，无法共同参与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供给以及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落

实，这种制度上的距离将降低乡村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导致政府、资本凌驾

于企业之上，降低了共建共享制度保障的效率[23]。学习共享效率的降低抑制了乡村经济活动的活力，

从而制约乡村居民收入提升，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最终抑制城乡融合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会导致乡村企业过疏化，降低企业共享效率，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注：“+”为正向影响，“-”为负向影响。

图 2 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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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城镇边界拓展过快，将农业人口纳入城镇，会形成无工业化的伪镇化现象[8]。因赶超思想，

部分地区乡镇行政区划调整过于激进，超越工业化水平和政府能力，导致“过早城镇化”[24]。“过早的城

镇化”意味着某些地区在经济和产业结构还未完全转型至现代化或工业化时，就已经开始了城市化

的建设和扩张。这种过早城镇化的现象在当前的西部地区较为普遍。国家对镇的扶持力度大于乡，

撤乡设镇后，镇获更多财政支持和建设用地。因此，许多镇中心已经被纳入城镇管理体制，大量的农

业用地被转为建设用地，但是由于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尚未完成，大部分人口可能仍旧依赖低效

的农业生产。此外，伪镇化也有可能是“过早的去工业化”所导致的。“过早的去工业化”反映了制造

业效率与内生增长动力恶化[25]，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产生负面影响[26]。东北部分地区“过早去工业

化”显著，2022年12月，伊春市乌翠区撤四街道设两镇，为城镇化逆向调整。非农产业萎缩、人口流失

致街道管理难达标，且增加城市管理成本和财政压力。在没有工业化支撑的情况下，大规模建设不

仅占用了大量土地，也没有形成集聚经济，县城和镇中心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比较弱[27]，形成了

资本内耗，产生工业化税收和城镇化公共服务支出不匹配的问题[28]。一方面，本就紧张的财政需要向城

镇更加集中使用，削弱了财政支农力度，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为了支持地方财政，

地方更有可能加大税收和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城镇边界过度扩展，会导致伪镇化，加大乡村资本内耗，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第四，如果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适度的乡村相对非农化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当城镇化

与工业化相互协调推进，乡村兼业化能够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盘活农村资源，提升城镇公共服务设

施供给水平[29]。在这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达到了合理的匹配，既能推动乡村相对非

农化发展，又能够避免“城市病”问题。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适度的乡村相对非农化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基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用EPS平台校验补充。县域城乡收入差距使用了相对

差距，是县域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CSMAR数据源于各省统计年鉴，

农村居民收入含人均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因国家统计局 2013年起实施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统一

发布居民可支配收入，2016年起不再推算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主要区别

为扣除的转移性①和财产性支出，这两者在收入中的比重较小②，所以人均纯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差距

很微小，本文将缺失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补充为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为县域常住人口的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基于CSMAR数据库，缺失值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补充，并以 2000年为基期

进行价格指数平减。常住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数据源于 2000、2010、2020年人口普查，城

镇化率为城镇人口除以常住人口，均来自人口普查短表③。工业化率等于 1减去第一产业人口比重，

①    国家统计局从2013年开始，正式实施了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统一发布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按常住地区分的城乡居民可支配

收入。同时，为了满足政策制定的需要，在“十二五”期间仍推算发布农村居民纯收入，但自2016年开始，不再推算发布农村居民

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区别是：从纯收入中扣减了缴纳的社保费用等转移性支出和生活贷款利息

等财产性支出。资料来源：http：//www.stats.gov.cn/hd/lyzx/zxgk/201912/t20191201_1712897.html.
②    CSMR数据库中，北京市在 2010−2014年期间，有 52个样本同时公布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者

的相似度为 99.46%，因为北京市发展程度在全国最高，北京市农村居民缴纳的社保费用等转移性支出和生活贷款利息等财产

性支出应该占比最高，但是从回归结果看，这部分支出依然特别小，所以可以得出全国各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差异极小，相互替换并不影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测度。

③    中国人口普查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普查表短表为反映人口基本状况的项目，普查表长表包括所有短表内容和有关迁移、受

教育、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的项目。长表由随机抽取的户填报，短表由其余的户填报。因此，短表数据是全

员填报的数据，长表中的特殊数据是抽查所得数据。

5



（总176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①。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等于长表数据中农林牧渔业人口数据除以各行

业人口总数。其他年份的常住人口数量、城镇化率和工业化率使用了对数插值法。变量解释与数据

来源见表1。

2.方法与模型

为验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存在最优比例区间，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URGit = β0 + β1 IUi,t + β2 IU 2

i,t + γXi,t + ci + εit （1）
lngdppit = β0 + β1 IUi,t + β2 IU 2

i,t + γXi,t + ci + εit （2）
其中，下角标 i代表县，t代表年份；URG为县域城乡收入差距，lngdpp为县域人均GDP对数②，IU

为人口工业化率与人口城镇化率的比值，即乡村相对非农化率，IU 2 为这一比值的平方项；X为一系

列控制变量，包括县域经济密度、人口密度等经济集聚类指标，以及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公路密度等

影响城乡融合的冰山成本类指标；ci 是县域固定效应，用来捕捉县域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异质性特

征，降低模型遗漏解释变量的可能性，εit为随机干扰项。IU值代表乡村相对非农化率，设RI为乡村工

业化率，U为县域城镇化率，则 IU = 1 + RI/U，可以看出，IU不仅代表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

关系，也代表乡村工业化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县域城镇

化程度很高，要得到较高的 IU值，则必须有相对较高的乡村工业化

程度，所以 IU值代表了乡村相对非农化程度。

由于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非线性模型，参考已有研究[30⁃32]，未加

入时间固定效应。面板数据的非线性存在全局非线性和组内非线

性两种类型。如图 3所示，如果存在A、B、C三个年度的数据，那么

如果控制住时间效应，将在A年度只能获得一个正向系数，在B年

度获得最优值，而在C年度获得负向的系数，因为A年度与C年度

①    特别说明，农民不能笼统地填写“农业”，要根据其具体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或农户的具体经营业务填写。

②    考虑到乡村相对非农化率是影响人均 GDP增长速度，而非绝对数值。比如，从一个县域来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对协调时

期，经济发展较快，则人均GDP增长速度较大；在相对不协调时，则经济发展较慢，人均GDP增长速度较小。为此，本文将人均

GDP取对数，取对数后，回归结果中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系数的经济学含义为乡村相对非农化率每提高 1个单位，则人均GDP增

长百分之几。

表 1　变量解释与数据来源

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人均GDP

城镇化率

工业化率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

非农产值占比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公路密度

指标解释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

地区实际 GDP（万元）/县域常住人口
数量（万人），取对数

城镇人口（万人）/县域常住人口（万人）

1-农林牧渔行业人口数（万人）/各行
业人口总数（万人）

工业化率/城镇化率

县域常住人口（万人）/县域行政区划面
积（平方千米）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县域行政区划面
积（平方千米）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生产总
值）/地区生产总值

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县域常住人口
（万人）

市域四级以上公路总里程（千米）/市域
行政区划面积（平方千米）

数据来源

CSMAR，历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县域常住人口来源于 2000、2010、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00、2010、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2000、2010、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县域常住人口来源于 2000、2010、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县域行政区划面积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域行政区划面积来源于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CSMAR，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补充

CSMAR，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补充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 3 局部与全局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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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内系数相反，所以无法获得正确的二次项系数估计。但是从全局非线性的角度来看，A、B、C年

份组成的全样本数据在不控制时间的情况下，可以获得相同的二次项系数估计。图 4展示了 2000、
2010和 2020年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的分布关系，可以发现，2000年乡村相对非农化整体偏低，而 2020
年乡村相对非农化整体偏高。如果将 2000年和 2020年数据分开估计，则无法获得U型或倒U型关

系，所以本文没有控制时间固定效应。

但是，如果不控制年份虚拟变量，又有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不可观测因素。因此，控制了非农

产值占比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两项代表经济发展时间趋势的指标，以缓解时间趋势导致的遗漏

变量问题。考虑到 IU与人均GDP或者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使用县所在市的 IU
平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对基准模型进行两阶段OLS回归。

3.描述性统计

表 2报告了使用到的主要回归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共有 2000、2010、2020年三期 3713个观

测样本。三年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平均值为2.57，
人均 GDP 对数的平均值为 0.78，即人均 GDP 为

2.18万元，各县之间的变化幅度从 0.15万元/人到

28.79万元/人。工业化率的平均值为 45.28%，城

镇化率平均为 36.72%，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的平均

值为1.24，可以看出县域城镇化往往慢于工业化。

图5利用面板混合数据分段回归的方法，估计

了乡村相对非农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县域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明显U型关系，与人均GDP呈

倒U型关系。根据回归结果，当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低于 1.4时，乡村相对非农化率每增长 0.1，城乡收

入差距缩小 0.1；当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大于 1.4时，乡村相对非农化率每增长 0.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约

0.5；当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小于1.4时，随着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的增长，县域人均GDP也相应上升；当乡

村相对非农化率低于1.4时，乡村相对非农化率每增长0.1，县域人均GDP增长0.3万元；当乡村相对非

农化率大于1.4时，乡村相对非农化率每增长0.1，县域人均GDP降低0.16万元。上述系数均在 5%的

水平上显著。

图 4 不同年份组乡村相对非农化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表 2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3713
变量

城乡收入差距

ln（人均GDP）
工业化率

城镇化率

乡村相对非农
化率

非农产值占比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ln（人均固定
资产投资）

少数民族人口
占比

公路密度

均值

2.57
0.78

45.28
36.72

1.24

76.25
1094.22
315.66

-8.37

8.42

0.89

标准差

1.001
0.896

23.715
15.827

0.417

12.839
2348.419
284.960

4.701

20.028

0.581

最小值

1.14
-1.92

3.81
2.64

0.51

25.58
2.25
0.22

-62.57

0.00

0.06

中位数

2.34
0.89

41.54
36.66

1.19

78.02
457.03
228.34

-8.75

0.68

0.78

最大值

10.77
3.36

99.73
100.00

3.41

99.36
52649.42
3979.37

42.93

98.74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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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1.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报告了乡村相对非农化率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并使用Utest方法对所有的U型关系和倒

U型关系进行了检验，所有模型都通过了检验。第（1）列和第（2）列使用了混合面板（OLS）回归，是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N=3713

变量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平方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ln）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公路密度

非农产值占比

截距项

个体固定效应

R2

Uextr

Uextr P

混合回归（OLS）
（1）

城乡收入差距

-1.01***

(-3.88)
0.35***

(3.62)
-0.00***

(-3.46)
-0.00

(-0.28)
0.01***

(3.18)
0.00***

(4.49)
-0.32***

(-10.09)
0.00**

(2.15)
3.36***

(16.21)
是

0.09
1.44
0.00

（2）
ln（人均GDP）

0.31***

(3.30)
-0.12***

(-3.67)
0.00***

(8.21)
-0.00***

(-17.19)
0.03***

(12.30)
0.00***

(3.10)
0.51***

(22.93)
0.03***

(22.94)
-1.54***

(-12.77)
是

0.62
1.33
0.00

固定效应（FE）
（3）

城乡收入差距

-2.21***

(-9.05)
0.62***

(6.72)

4.25***

(28.01)
是

0.08
1.79
0.00

（4）
ln（人均GDP）

3.34***

(17.51)
-0.90***

(-13.04)

-1.82***

(-14.63)
是

0.17
1.86
0.00

（5）
城乡收入差距

-1.49***

(-6.25)
0.42***

(4.81)
-0.00

(-0.22)
0.00**

(2.36)
-0.00

(-0.16)
-0.04**

(-2.44)
-0.45***

(-8.60)
0.01***

(3.76)
3.46***

(12.53)
是

0.14
1.79
0.00

（6）
ln（人均GDP）

0.81***

(8.46)
-0.20***

(-6.38)
0.00***

(6.53)
-0.00***

(-7.76)
0.03***

(7.93)
0.02

(1.61)
0.71***

(16.35)
0.03***

(12.34)
-2.21***

(-8.61)
是

0.76
2.04
0.00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统计量，下同。

注：数据为2000年、2010年、2020年混合面板数据，利用 stata软件binscatter代码制作，断点为1.4。
图 5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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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 5的描述性分析的进一步验证。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及其平方的系数均显著，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U型关系，与人均GDP对数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Uextr）分别为 1.44和 1.33。
第（3）~（6）列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第（3）、（4）列未加入控制变量，第（5）、（6）列加入了控制变量。固

定效应模型的拐点比混合回归的拐点更加靠后，说明非时变个体特征因素让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对城

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由正效应变负效应的拐点来得更早。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影

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拐点并未发生改变，影响人均GDP的拐点向后移动，说明城镇化滞后对城乡收入

差距的影响比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而且更加稳健。基准回归结果初步证实了H3，适度的乡

村相对非农化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2.内生性分析

乡村相对非农化可能与经济发展程度和城

乡收入差距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使用县所

在市的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平均值及其平方作为

县级层面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及其平方的工具变

量，进行两阶段回归。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来

看，一个县的乡村相对非农化并不会直接影响其

他县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所以市级乡村相对非

农化率平均值具有外生性。从相关性来看，一个

市内各县之间的城镇化政策往往具有相似性，比

如在推动城镇化的力度或撤乡改镇的政策执行

上，往往具有相同性[33]，所以一个县的乡村工业

化程度与市级均值具有相关性。表 4报告了工具

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从相关性来看，Cragg-
Donald F 统计量为 425.63，远大于 10 的经验值，

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与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GDP对数之间的U型和

倒U型关系成立。相较于基准固定效应模型，拐

点出现了下降。

3.稳健性检验

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和分样本回归对基准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5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

果。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将城乡收入差距和

人均 GDP对数替换为工农劳动生产率差距和县

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结果显示，乡村相对非

农化率与两者分别呈U型和倒U型关系，拐点为

2.24 和 1.65。乡村相对非农化与工农劳动生产

率差距关系的拐点相对偏大，可能的原因是乡村

工业化代表了农业人口转移的程度，只有当农业

人口转移持续流出到一个很高的程度，造成农业

劳动力短缺，但是土地要素又没法集中的时候，工农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才会拉大[34]，这需要乡村相

对非农化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二是分样本回归。第（3）~（8）列展示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分样本①

回归结果，仅西部地区不显著，可能与样本量少、工业化程度低有关。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显著，且

东部非农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拐点小，影响人均GDP拐点大，可能主要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政

①    东、中、西部地区划分参考国家统计局，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575.html.

表 4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乡村相对非农化
率（市级）

乡村相对非农化
率平方（市级）

乡村相对非农化
率

乡村相对非农化
率平方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ln（人均固定资
产投资）

少数民族人口占
比

公路密度

非农产值占比

截距项

个体固定效应

N

R2

cdf

Uextr

Uextr P

（1）

乡村相对
非农化率

1.10***

(13.66)
-0.03

(-0.89)

-0.00***

(-2.65)
0.00*

(1.80)
-0.00

(-0.52)
0.00

(0.39)
0.00

(0.13)
0.00

(0.27)
-0.16**

(-2.00)
控制

3713
0.63

（2）

乡村相对非
农化率平方

0.29
(0.75)
0.98***

(6.20)

-0.00**

(-2.33)
0.00*

(1.67)
-0.00

(-0.15)
0.00

(0.33)
-0.08

(-1.38)
-0.00

(-0.54)
-0.28

(-0.95)
控制

3713
0.55

（3）

城乡收
入差距

-2.36***

(-4.09)
0.67***

(3.18)
0.00

(0.12)
0.00

(1.52)
-0.00

(-0.30)
-0.03**

(-2.15)
-0.40***

(-7.24)
0.01***

(3.76)

控制

3652
0.13

425.63
1.76
0.01

（4）

ln（人均
GDP）

1.28***

(7.24)
-0.32***

(-5.25)
0.00***

(7.21)
-0.00***

(-8.08)
0.03***

(8.71)
0.01

(1.41)
0.68***

(17.09)
0.03***

(13.14)

控制

3652
0.75

425.63
1.9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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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商业环境有关。东部地区政策更加灵活、更加重视工商业发展[35]，如果城镇化规划进展较慢，会

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是不会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而对于中部地区来看，农业

发展更加重要，政府更加重视农村发展[36]，即使城镇化规划相对滞后，也不会影响到城乡收入差距的

缩小，但是由于规划不明，工商业的发展会相对滞后，从而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

综合前文各种模型，乡村相对非农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拐点较为稳定，分别为 1.44、1.65、
1.79、1.79、1.76、1.87。乡村相对非农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拐点相对分散，分别为 1.33、1.83、1.86、
1.98、1.99、2.04。比较来看，县域经济发展对乡村相对非农化的容忍度较大，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容忍

度则更小。如果一个区域要尽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则可以适当提高城镇化的步伐。这里面除了引

发经济增长机制以外，也有隐蔽的统计含义，如果城镇化规划提前，则可以将更多的城镇边缘相对低

收入人口纳入城镇统计范围，整体拉低城镇收入，也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

度来看，乡村相对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要大于负面作用，只有当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很高的

情况下，才会产生负面效应。

那么，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的最优值究竟是多少呢？因为拐点对于数据分布非常敏感，要识别出

具体可靠的数值很难，但是可以尝试对最优区间进行总结分析。从上述回归结果来看，乡村相对非

农化率在达到 1.33以前，并不会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由表 5列（3）可见，如果乡村相对非农化率达到

1.65，在东部地区，则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另外，从图 5中样本的分布情况看，乡村相对非农

化率小于 1.4的样本比大于 1.4的样本更多，这会导致非线性回归中拐点偏向样本量较小的一侧，导

致各项回归中拐点靠后。所以乡村相对非农化率维持在 1.33~1.65之间是最为可信的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的最优区间。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平方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ln）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公路密度

非农产值占比

截距项

N

R2

Uextr

Uextr P

（1）

工农劳动生产
率差距

-19.89***

(-13.12)
4.45***

(8.90)
-0.00

(-0.75)
-0.00

(-0.61)
-0.08***

(-4.02)
-0.10

(-0.93)
-6.35***

(-18.59)
0.26***

(19.19)
10.26***

(6.29)
3710
0.47
2.24
0.00

（2）

人均收入对
数

1.09***

(6.29)
-0.33***

(-5.72)
0.00***

(5.29)
-0.00***

(-3.11)
0.06***

(8.30)
0.02

(1.17)
1.28***

(19.77)
0.03***

(9.92)
8.75***

(23.34)
3439
0.74
1.65
0.00

东部地区

（3）
城乡收入

差距

-1.60***

(-4.92)
0.48***

(4.08)
0.00*

(1.74)
0.00

(1.19)
0.02

(1.37)
-0.02

(-0.66)
-0.74***

(-8.72)
0.02***

(3.97)
3.00***

(5.44)
1379
0.25
1.65
0.00

（4）
ln（人均
GDP）
0.54***

(4.53)
-0.14***

(-3.47)
0.00***

(5.48)
-0.00***

(-5.06)
0.09***

(6.32)
0.03*

(1.74)
0.48***

(11.09)
0.03***

(12.48)
-1.57***

(-4.00)
1379
0.83
1.98
0.01

中部地区

（5）
城乡收入

差距

-1.75***

(-4.02)
0.47***

(2.99)
-0.00**

(-2.38)
0.00***

(2.73)
-0.00

(-0.16)
-0.05

(-1.64)
0.07

(0.95)
-0.00

(-0.05)
3.71***

(8.40)
1576
0.09
1.87
0.01

（6）
ln（人均
GDP）
0.86***

(5.62)
-0.23***

(-4.91)
0.00***

(8.46)
-0.00***

(-5.09)
0.02***

(5.87)
-0.04*

(-1.66)
0.89***

(12.31)
0.02***

(4.38)
-1.16***

(-2.71)
1576
0.74
1.83
0.00

西部地区

（7）
城乡收入

差距

-0.09
(-0.22)
-0.05

(-0.38)
-0.00

(-0.67)
-0.00

(-1.09)
-0.03**

(-2.50)
-0.04**

(-2.43)
-0.54***

(-2.71)
0.01

(1.00)
3.50***

(5.54)
758
0.19

-0.86

（8）
ln（人均
GDP）
0.61***

(2.87)
-0.12*

(-1.73)
0.00***

(3.80)
-0.00

(-0.35)
0.03**

(2.54)
0.05**

(2.35)
0.78***

(9.05)
0.04***

(9.42)
-3.53***

(-9.00)
758
0.82
2.58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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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制检验

乡村相对非农化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是城镇规划发展过于滞后产生的乡

村工业经济活动过疏化，通过影响企业共享学习效率，制约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是城镇边

界拓展过快，产生了伪镇化的现象，导致工商资本出现内耗，制约了城乡融合发展。

1.乡村产业过疏化、共享效率与城乡融合发展

以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大于 1.65作为乡村产业过疏化样本，这部分样本中，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

业化。乡村相对非农化程度越高，说明乡村产业过疏化程度越高。以县域交通通讯行业人员比例作

为测度乡村共享效率的指标，交通通讯行业主要给企业和个人提供物料、人员、信息的流通服务，从

事这一行业的人数越多，说明一个区域企业和个人之间共享生产资料和信息的程度越高[37]。表 6第

（1）~（3）列汇报了机制分析回归结果，由于样本量偏少，只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第

（1）列中交通通讯行业人员比例与乡村相对非农化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由于乡村过疏化，区域

内个体之间的交往活动频次降低，信息和知识的共享程度下降。乡村过疏化降低共享效率的假设得

到验证。第（2）列中交通通讯行业人员比例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个体交流活动增加推动了区域经

济增长。第（3）列中交通通讯行业人员比例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个体交流活动增加降低了城乡收

入差距。综合第（2）列和第（3）列的回归结果，提高乡村企业之间的共享效率，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

发展。上述两个链条衔接，验证了乡村产业过疏化通过影响企业共享效率制约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

假设，即H1得证。

表 6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乡村相对非农化率

交通通讯就业人口比例

资本消耗系数对数

工业化率

非农产值占比

经济密度

人口密度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截距项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N

R2

（1）
交通通讯就业人口比例

-0.26**

(-2.17)

0.06***

(14.45)
-0.01**

(-2.33)
-0.00***

(-2.84)
0.00

(0.97)
-0.01***

(-2.71)
2.34***

(5.31)
控制

控制

743
0.67

（2）
ln（人均GDP）

-0.11***

(-2.98)
0.02**

(1.98)

0.01***

(4.12)
0.02***

(9.94)
0.00***

(5.31)
-0.00***

(-3.43)
-0.00***

(-2.59)
-1.27***

(-9.05)
控制

控制

743
0.85

（3）
城乡收入差距

0.11
(0.99)

-0.10***

(-2.96)

0.00
(0.48)
-0.01

(-1.27)
0.00

(1.24)
-0.00**

(-2.36)
0.01***

(3.96)
4.44***

(10.93)
控制

控制

731
0.42

（4）
资本消耗系数对数

-2.85***

(-2.94)

0.10***

(2.88)
0.02

(1.45)
-0.00

(-0.50)
0.01**

(2.40)
0.03

(0.37)
-15.28***

(-7.16)
控制

控制

2716
0.14

（5）
ln（人均GDP）

-0.30***

(-4.27)

-0.00**

(-2.01)
-0.00

(-0.13)
0.01***

(8.84)
0.00***

(3.09)
-0.00***

(-5.09)
-0.01

(-1.16)
-0.67***

(-4.08)
控制

控制

2716
0.90

（6）
城乡收入差距

-0.26
(-1.15)

0.01*

(1.95)
-0.01*

(-1.83)
0.00

(1.18)
-0.00

(-1.03)
0.00

(1.28)
-0.01

(-0.61)
3.08***

(7.82)
控制

控制

2555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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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伪镇化、资本内耗与城乡融合发展

以乡村相对非农化率小于 1.33作为伪镇化样本，借鉴已有研究，定义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地区生

产总值之比为资本内耗系数[38]，验证伪镇化通过资本内耗降低城乡融合发展效率的机制。这些样本

中乡村相对非农化程度越小，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城镇化，伪镇化程度越高。资本内耗系数代表生产

一个单位的GDP需要补充多少的固定资产。这一指标越大，说明资本内耗程度越高。表 6中第（4）
~（6）列汇报了该机制的回归结果。第（4）列中乡村相对非农化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工业化逐渐赶

超城镇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更大的经济产出。反过来，也反映了如果一个区域的伪镇化程

度越高，则生产同样的经济产出，需要投入更多的固定资产。第（5）列中资本内耗系数的回归结果显

著为负，说明资本内耗制约了区域经济增长。第（6）列中资本内耗系数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资

本内耗提高了城乡收入差距。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伪镇化通过资本内耗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

假设，即H2得证。

六、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历史规律、理论机理分析和实证研

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县域城乡工农关系是在市场经济和政府调控的双重作用下推动的“反

馈互动”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历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东部地区工

业化长期领先于城镇化，到 2020年，不同地区的工业化整体上都领先于城镇化。第二，适度的乡村相

对非农化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但城镇化过于超前或者严重滞后，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城

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会导致乡村企业过疏化，降低企业共享效率，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城

镇边界过度扩展，会导致伪镇化，加大乡村资本内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抑制区域经济增长，不利于

城乡融合发展。第三，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比值的最优区间约在 1.33~1.65之间。当比值位于此区

间时，适度的工业化领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缩小城乡差距。2020年，我国接近 1/3（567个）县的乡

村相对非农化率位于这一区间，46%（847个）的县低于这一区间，接近 1/4（421个）的县超过了这一

区间。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坚持因地制宜，实现非农化与城镇化的最优匹配。各地

县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非农化与城镇化的速度，确保二者的匹配达到最佳效果。二是土地政策与投

资环境双管齐下。为了确保非农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优化土地政策，鼓励农村土地

的流转，确保土地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此外，吸引企业投资是非农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通过提供税收优惠、优化土地政策和其他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在县城和乡村地区投资，从而为地方经

济注入新的活力。三是规划先行，确保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而是涉及

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的综合发展。为了确保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加强乡村规划，坚

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强化监测与评估，持续优化策略。建议建立完善的非

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的监测与评估机制，确保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到有效监控。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

整城镇化发展政策，确保城镇规划发展适应县域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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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Mechanisms of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and Indus⁃
trialization under Urban-Rural Integration

LI Shunqiang， ZHANG Qi， LU Yuchen

Abstract Coordinat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y-level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
ralization is a key issue in promoting urban-rural integration.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835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China （excluding municipal districts） for the years 2000， 2010， and 2020， 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Index （IU）.A quadratic polynomial regression model 
i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IU on urban-rural income dispa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by identifying the optimal ratio range between county-leve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
banization rat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optimal range of the IU index is between 1.33 and 1.65， 
within which moderate industrialization leadership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narrows the urban-

rural income gap. Moreover， a reasonable level of IU facilitate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whereas exces⁃
sive urbanization or severe lag in urbanization hinder this process. On one hand， delayed urbanization 
leads to excessive dispersion of rural enterprises， weakening the sharing effects among enterprises and 
hindering urban-rural economic synergy. On the other hand， excessive urban expansion can result in 

“pseudo-urbanization”， exacerbating rural capital depletion， widen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inhibit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s of 2020， approximately one-third （567） of counties in China fell 
within the optimal IU range， while 46%（847） were below this range， and nearly a quarter （421） ex⁃
ceeded it.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actual progr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maintaining a moderately 
leading position in county de-agriculturalization to driv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rural-urban integration； county-level reg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synergis⁃
tic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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